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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东南战事与江西开发

卢 星
(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秦汉时期，东南方发生的几场战争与江西地区的逐步开发关系密切。秦征百越，五个集兵地点中的
两个在江西境内，使江西东连闽、南通越的交通优势渐为人知，其边防战略地位亦在汉初豫章郡设立后凸显出
来。汉武帝用兵两越，豫章郡不仅是汉军主要的集结地，更是重要的战场。之后，越族加速分化，豫章郡长期
安定，人口增长提速，经济地位上升，县级机构增多，人文影响扩大，成为汉末军阀角逐的要地。孙吴集团镇抚
山越，驱使山越民众编户化，对其自身发展，尤其是与汉族同化，皆有意义。孙吴期间，江西人口稳定增长，郡
县数一再扩张，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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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theast War and Development of Jiangxi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LU Xing
(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A few war events happened in the southeast China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Jiangxi regio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hen Qin attacked Baiyue，it had five
military camps，and two of them were stationed in Jiangxi，which made people gradually know that
Jiangxi was to the west of Fujian and to the north of Yues．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Jiangxi’s border
was highlighted after Yuzhang prefecture was set up in the early Han． Emperor Wu of Han led troops
to attack Baiyue and Shanyue，Yuzhang prefecture was not only the main staging ground of the Chi-
nese army，but also important battleground． Afterwards，Yue clan accelerated differentiation，while
Yuzhang prefecture maintained long － term stability，its population grew rapidly，its economic status
rose，it had more institutions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its humanistic influence expanded，and it
became an important place where warlords contended at the end of Han． Sun and Wu group guarded
and placated Shanyue，and drove its people incorporated into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which were
meaningful for its own development，especially the assimilation with Han Chinese． During the period
of Sun and Wu Jiangxi’s population grew steadily，the number of counties expanded again and a-
gain，which was related to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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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涉及江西的东南战事主要集中在秦代、汉武帝和东汉末年三个时期，分别是秦征百越、汉
并南越闽越和孙吴集团经略江南的战争。这三起战争事件或是中国统一王朝形成、巩固进程中的必经

环节，或对分裂割据期间的区域性统一起过直接作用，是中国古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作为涉身其中

的江西地区，这些战争事件对其早期开发有过什么关系? 产生过何种影响? 本文拟从这些问题入手，展

开讨论，力图勾画出江西地区在秦汉时期开发、发展的大致线索和轮廓。

一

秦汉时期的江西，经过了一个无郡级机构到有郡级机构，再到郡级机构扩展的变迁过程。就此而

言，秦代是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秦统一前，江西长期处在“吴头楚尾”的中间地带，史书中只留下

“艾”、“番”两个难以断定是否县邑的地名。楚灭越后，江西地属荆楚，但依然是不受楚国重视的边缘地

区，直到秦灭六国后，今江西省境的轮廓才隐约显现出来。当时的江西属于治所设在淮水南岸寿春( 今
安徽寿春) 的九江郡，虽然对于当时江西境内究竟设有几县，后人作过种种猜测，多者 10 县，少者三五

县，谭其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淮汉以南诸郡”里非常谨慎地标有“番”和“庐陵”2
县，但真正可考或推断的只有番、艾及馀汗、南壄几县。①

秦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初创时期，史书记载秦朝的疆域范围是: “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

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②这是秦在兼并六国后通过北逐匈奴、南攻百越战

争最终形成的疆域。用兵百越前，江西地区虽已纳入秦朝版图，但因其地靠东瓯、闽越、南越且东、南部

地区皆有越人生息，因此，其“边缘”地位仍未改变。征服百越的战争打响后，相当于九江郡境绝大部分

的江西地区才开始为人所知。
关于这场战争的具体情况，《史记》、《汉书》、《淮南子》等略有记述，如: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
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③

《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安上书汉武帝云:“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
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乃出
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適戍以备之。”
《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 一军塞镡城之领; 一军守九嶷之塞; 一

军处番禺之都; 一军守南壄之界; 一军结馀汗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

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

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適戍以备之”。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秦定百越的战争不仅投入的兵力多、经历时间长，而且打得异常艰苦、惨烈。

50 万大军分五路进击，分屯五个战略要地，这种规模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也是不多见的。
这场战争大约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 前 219 年) 。为打好这场战争，秦朝在兵力部署、集结地点、

进军方向和路线等方面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其最初的战略企图“是以优势兵力南下，分途进军，略取

各地，一举平定百越”④。由于江西东、南部也散居着不少越族部众，又东邻浙江、福建，南靠广东等越人

密集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江西地区既是秦朝用兵百越的战略前方，又是进攻岭南越族腹心

之地的最理想的战地后方。因此，《淮南子》所提到的“一军塞镡城之领; 一军守九嶷之塞; 一军处番禺

之都; 一军守南壄之界; 一军结馀汗之水”中的地名，除镡城在今湖南靖县西南、九嶷在今湖南宁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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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即今广东广州外，其余二处则在今江西的赣东北和赣南地区: 所谓“南壄之界”即指今南康市南大

庾岭①，包括今南康、上犹、大庾等地界;“馀汗之水”即指今余干、乐平一带的信江。显然，秦军的这个部

署由东向西分别锁定了三个目标: 福建境内的闽越、广东境内的南越和广西境内的西瓯。
经过数年的战争，秦军在付出了“伏尸流血数十万”和主帅被杀的惨重代价，并开凿灵渠、不断增兵

之后，才最终征服百越，把闽越、南越、西瓯划入秦朝的版图。
秦朝征服百越的战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元前 221 年

秦灭六国，只是把周朝封邦建国所造成的诸侯割据政权变成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郡县，而公元

前 214 年平定百越才使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此，岭南、闽东等边区与中原内地的

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江西、湖南等地的开发也加速了，特别是相对封闭的江西地区获得了一次发展的

契机。
先秦时期，文献记载中涉及江西的事迹几乎近于空白，仅有“吴王( 阖闾) 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和

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等零星记载，这说明江西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中是无足轻重的。春秋战国时代，

南方虽有幅员辽阔的楚国和先后崛起的吴、越二国，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把目光锁定在中原地区，而对

于江西、湖南等与越族犬牙交错的地区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应是这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长期滞后不

前的重要原因。随着六国的覆灭，秦始皇把扩张的目标指向了岭南，江西地区也因地理位置的重要而开

始受到秦朝的重视，成为秦军集结重兵的据点和进剿越人的后援地。
秦朝用兵百越的主力是“楼船士”即水军，其来源应主要在江淮及其以南地区，运动、集结的方式主

要靠水路交通。而秦军在江西境内选定的两个集结点馀汗和南壄，正好可以依托两条便捷的自然水道:

一是与长江相通的彭蠡泽( 今鄱阳湖) ，二是纵贯江西南北的赣江。馀汗北通彭蠡、长江，南连龙窟河，

是闽越出江淮之南的交通要道。集兵于此，进可扼守武夷山隘道，防备闽越的反抗，退可掌控赣鄱水运

交通，确保军需物资的转运安全。“南壄之界”地处赣江上游、大庾岭北端，是南越出入南岭口的通道。
馀汗和南壄皆属汉初设立的豫章十八县之列，故《淮南子》称: “秦之时……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

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②其中“南至豫章”显然是指戍守或

转运军需物资于汉时豫章境内。可以想见，当时秦军的粮草物资经由赣江水道运集于此，再拓宽大庾岭

山路运抵南越，最后在今广东南雄沿溱水( 今北江) 南运而至番禺。③ 从此，原有的赣江天然水道与新开

辟的大庾岭山道连成一体，成为秦汉以降中原进入岭南的主要交通干道之一。因而，西汉立国之初，立

即从原九江郡析出豫章郡，辖 18 县，使今天江西省区的规模初步奠定。

二

豫章郡背依西山，面向彭蠡，“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④，所辖范围“地方千里，水路四

通”⑤。在西汉建立之初，因赵氏南越国尚在汉境之外，闽越、东瓯又时怀异心，豫章郡东连闽、南通粤的

交通地理位置，特别是“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边防战略地位，很快凸显出来。
西汉前期，百越地区形势错综复杂，南越、闽越、东海三个王国虽然都接受了汉朝的册封，向汉朝通

使称臣，但各有割据一方之野心。汉初采用羁縻政策，对其加以笼络，勉强维持南疆稳定。汉武帝亲政

后，依靠 70 多年积累起来的强盛国力，对南越、闽越实施打击，彻底粉碎了南越相吕嘉、东越王( 由闽越
分出) 余善的叛乱，使百越之地尽入汉朝版图。

关于这次征战，史书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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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 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
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
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狭，破石门，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万人待

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
“……及汉破番禺，楼船将军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上以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

校留屯豫章梅领待命……
“( 元鼎六年秋，余善) 乃遂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砂、武林，梅领，

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司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不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余善
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上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仆出
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领，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粤。东粤素
发兵距崄，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史。楼船军卒钱唐榬终古斩徇北将军
……”①

以上记载表明，在汉武帝用兵南越、闽越的过程中，豫章郡始终起着桥梁和桥头堡的作用。水陆交

通比秦代更为畅通。这次南征汉军的主力依然是楼船士，出豫章的主帅杨仆称楼船将军，出桂阳的主帅

路博德称伏波将军。这两支大军的楼船，据王谟考证，都是庐江郡寻阳县( 治今湖北黄梅西南) 建造的，

其依据当是《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有楼船官。”寻阳位于鄱湖、江水之滨，“无事则资其弹压，有

事则易为调拨。汉制御越，此为要策”②。所造楼船可经过鄱阳湖而入赣江，溯江而至大庾岭下，再过横

浦关进入岭南。从作战进程看，杨仆军与路博德军同时出发，但杨仆军进展迅猛，在连破寻陿、石门之

后，路博德的先头部队 1000 余人才迟迟赶到，可见从豫章至岭南番禺的道路更为顺畅，杨仆因此役而出

尽风头，其侯功便是“以楼船将军击南越椎锋却敌”③。
平定南越的战争之所以顺利，当然是与汉朝准备充分密切相关的，据载，“是时，粤欲与汉用船战

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织加其上，甚壮”④。有意思的是，有人称: “汉武帝

宝( 元) 鼎二年，立豫章宫于昆明池中，作豫章水殿。”⑤又有说，汉武帝时，曾命人在长安昆明湖制造“可

载万人”的大船，并以“豫章”命名。⑥ 长安昆明池主要是用来演练水战。如果这两处记载可信，则豫章

可能不仅仅是楼船的集结和修缮之地，还是供应点之一。
在镇压闽越叛乱的战争中，豫章郡就不光是汉军集结和后勤补给地，还是前线和战场。这次战争打

响前的屯兵点多在江西，几个重要战场如白沙( 今江西鄱阳西) 、武林( 今江西余干东北) 、梅岭⑦也在江

西境内。
因而，豫章郡在汉初的地位一如秦代的江西地区，且在交通、边防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

秦代江西之地尚无郡级政治中心，县级机构也寥寥无几，秦征百越屯兵于馀汗、南壄，主要是依托这里的

自然条件。豫章郡的设置，使汉初南疆有了一个郡级政治中心和边防重镇。今人论著每言“南昌”之

意，必说“昌大南疆”或“南方昌盛”，不论其出处何在，是否建城时取名之本意，考察汉初闽、粤、赣形势，

结合“南昌”字义，得出这一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汉书·地理志》云: “新淦，都尉治。”新淦，治今

江西樟树市，位于南昌城西南约 80 公里的赣江中游地段。西汉都尉一般与太守同治郡城，大概因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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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2 年。
［清］王谟:《江西考古录·郡邑·寻阳》。
《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
［南梁］任昉《述异记》卷上。
《三辅黄图》卷四引《庙记》。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梅岭，在虔化县东北二十八里。”虔化，今江西宁都。



郡域呈狭长形状，而郡治又稍偏北方，作为与南越、闽越相邻的边郡，不利于对南方的军事行动，故而设

都尉于新淦，是为边防需要考虑的。再从县级机构设置来看，秦征百越时的两个集兵点馀汗、南壄皆升

级为县，其边防意义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又在通往闽西北的贡水边上新设雩都县( 治今江西于都
东北) ，在章、贡交汇附近的河套上新设赣县，还在赣与新淦之间赣水旁增设庐陵县。这样布局固然有

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但东控闽越、南制南越的军事意图也是很明显的。故王谟所言“盖秦汉之世，豫

章尚为边郡，而汉制羁縻蛮越，多在此处”①，是有其道理的。当然，如果将“秦汉之世”改为“秦与汉初”
应该更为贴切，因为两越灭亡后，豫章边郡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了。

汉武帝平定南越、闽越之乱后，分布广泛的百越诸族发生分化，原南越国统辖下的诸越如南越、西
瓯、骆越等逐渐融入南蛮和西南夷，而闽浙赣越人则除部分继续生活在边远山区外，基本纳入汉朝的直

接统治之下，汉越之别在逐渐缩小。江西地区虽然在较长时间内还属“江南卑薄之域”②，但已不是边防

地带了。此后汉朝历经变更，由强盛到衰落，由王莽改制到帝国覆亡，又由光武中兴到军阀纷争。其间

帝国周边多有不宁: 北方匈奴、鲜卑相继为敌，西边羌族长期反抗，西南中南蛮夷时而暴动，唯独东南地

区相对安定，豫章郡境尤显平静。即使在两汉之际的战乱时期，也只有九江连率贾萌“守郡不降，为汉

兵所诛”③，涉及江西。所以，江西获得了平稳发展的机会。其中最明显的变化:

一是人口增长提速。豫章郡人口统计数由西汉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 67462 户、351965 口增至东汉

永和五年 ( 公元 140 年) 406496 户、1668906 口，④人口数净增 1316941 口，增长率 374%，年增长率

11. 3‰
二是经济地位上升。东汉安帝永初元年( 107 年) 九月，“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阳、陈留、梁

国、下邳、山阳”李贤注曰:“五郡谓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也。”永初七年九月，“调零陵、桂阳、丹

阳、豫章、会稽租米，赡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⑤ 两次南粮北调的时间相隔只

有六年，表明这时的江西，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不仅能够养活迅速增长的本土人口，而且有能

力输出租米。
三是县级机构增多。豫章郡由西汉时的 18 县增至东汉时的 26 县⑥。
四是人文影响扩大。秦汉之际，已有番令吴芮响应陈胜、吴广，“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汉初受封

为长沙王。西汉后期，南昌尉梅福，虽非豫章籍人，却因朝廷腐败多次上书指陈未果后，辞职隐居于当

地，备受后人敬仰。其后豫章才俊更是不断涌现，何汤、程曾、唐檀、徐稚、陈重、雷义等因品行、才学闻名

于世，其中徐稚( 字孺子) 更受世人推崇，“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历代传为佳话。

三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的轮流专权，使皇权低落，统治黑暗，社会矛盾激化，导致黄巾大起义的爆发。
中央力量的弱小使其不得不借助日益坐大的地方州郡势力和遍布全国的私家豪强武装，共同镇压黄巾

军。然而，随着黄巾军的失败，中央政权制御全国的力量加速丧失，地方州郡长官及豪族武装趁机扩张

势力，军阀混战全面爆发。
在群雄逐鹿过程中，中原地区成为袁绍、曹操两强争夺的目标，其他军阀无力插足，纷纷向周边地区

寻求安身之处。于是，一些偏离中原的州郡战略地位陡然上升，成为各股势力注目之地，豫章郡便是其

中之一。先后染指豫章的是世族出身的大军阀袁术、扬州刺史刘繇、豫章太守华歆、庐江( 治今安徽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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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王谟:《江西考古录·郡邑·新淦》，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 年。
《后汉书》五十三《徐稚传》，北京: 中华书局，1965 年。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九江连率”即豫章太守，王莽改。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后汉书志》卷一百一十二《郡国志四》。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许怀林:《汉代江西的农业》，《农业考古》1987 年第 2 期。



江西南) 太守刘勋( 袁术任命) 和继承父业的孙策。其中，孙策是江淮以南唯一具备霸王气质的人物，史

称:“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 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①献帝初平

二年( 191 年) ，17 岁的孙策继承亡父孙坚遗业，势孤力单，投靠父亲当年的盟友袁术。虽屡遭其欺压蒙

骗，却忍气吞声，继续奋力破敌，势力从无到有逐渐扩充。袁术称帝前后，孙策与其关系从疏远到彻底决

裂，先后攻占吴郡、会稽、丹阳，并以此三郡为腹心，寻求开创江东基业的方略②，因而也把战略目标锁定

在邻郡豫章。
经过数年的智勇角逐，孙策胜出，控制了扬州六郡除九江( 治今安徽阴陵) 外的吴郡、会稽、丹阳、豫

章和庐江五郡，初步奠定了东吴立国的根基。
孙策遇刺身亡后，孙权遵其遗言，放弃原定偷袭许都、逐鹿中原的计划，确立了“保江东”、“观成败”

的战略方针，其重点是巩固已有成果，确保江东稳定。按照这个方针，孙权开始对丹阳、吴、会稽、豫章、
庐陵和庐江六郡进行全面开发和治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使用武力将国家编外人口———山越驱逐出

山，以增加孙氏政权所控制的人口，即所谓“分部诸将，镇抚山越”③。
孙氏拥有的扬州诸郡正是原闽越、东越活动区域。自汉武帝平定闽越之乱、迁徙东越部众于江淮之

间后，东南地区的越族基本内化，成为汉朝编户，汉越之间的民族界限越来越淡薄，许多郡县控制范围内

的居民已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但仍有一些越人继续居住在山区，过着与世隔绝的化外生活。因此，

《后汉书》中已见不到“百越”或“东越”、“闽越”等有关越族的记载，直至东汉后期灵帝建宁二年( 169
年) ，也只发生过一次“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④的事件，这也是《后汉书》关于山越的唯一

记载。
所谓“山越”，胡三省作过很好的诠释: “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⑤胡氏所

说的山越，当是编外越人的后裔，是孙权镇抚的主要对象。随着孙氏江东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张，与山越

的冲突与日俱增，且经久不息，犹如捅破了马蜂窝，驱之不散，杀之不绝。在今江西境内，各种暴动也是

频频发生，如: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 建安) 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
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 会稽) 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
为剧县令长。”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 建安八年) 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

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同出余汗。军讨汉兴，经余
汗。齐以为贼众兵少，深入无继，恐为所断，令松阳长丁蕃留备余汗。蕃本与齐邻城，耻见部
伍，辞不肯留。齐乃斩蕃，于是军中震慄，无不用命。遂分兵留备，进讨明等，连大破之。临陈
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三将又降。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
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 建安) 十年，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 建安) 十八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

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张昭传》:“( 建安十八年) 权征合肥，命昭别讨匡琦。又督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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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北京: 中华书局，1982 年。
“江东”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因长江在今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而以此段江域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汉末泛指芜湖以下

长江下游南岸今苏、浙、皖地区，在东汉的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丹阳、吴、会稽三郡。古人以帝王坐北朝南为基准，在地理方位上以东为

左，西为右，故江东又称江左，今江西则称江右。但汉末江西( 江右) 是指今皖北和淮河下游一带的庐江、九江郡，豫章郡则应属江东范

畴。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灵帝建宁二年”条胡三省注。



诸将，攻破豫章贼率周凰等于南城。”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 建安十九) 蒙还寻阳，未期而庐陵贼起，诸将讨击

不能擒……复令蒙讨之。蒙至，诛其首恶，余皆释放，复为平民。”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 “( 建安) 二十一年，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

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相应。齐与陆逊讨破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潘璋传》:“潘璋……迁豫章西安长……比县建昌起为贼乱，转

领建昌，加武猛校尉，讨治恶民，旬月尽平，召合遗散，得八百人，将还建业。”
……

从上述记载看，江西境内的暴动事件主要集中在赣北、赣东北和赣中地区，波及鄱阳、寻阳、余干、乐
安( 今乐平) 、上饶、西安( 今武宁) 、建昌( 今奉新) 、海昏、南城等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秦汉时期开

发较早、郡县建置相对密集、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土著越人已基本汉化，为何会突然冒出如此之多

的山越? 而赣南、赣东南郡县建置疏散、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反而相当安静，直至东吴立国后增置数县，

亦少见山越群起反抗? 对于这个问题，应从多方面去认识。
首先，孙氏镇抚山越是其“保江东”、“观成败”战略的重要步骤，目的在于扩大人力资源，使“强者为

兵，羸者补户”①，增加赋税收入，增强战争动力。这必然会破坏山越的社会秩序，招致他们的反抗。因

此，并非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而是孙氏政权的逼迫导致他们的反抗。策略用得好，他们是不会

起来反抗的，如诸葛恪曾采取怀柔策略，使丹杨山越自动出山，“去恶从化”成为平民，②即可为证。
其次，汉末以后的山越成分复杂，“山越”是一个泛称，并非全是山中越人，诚如有些学者分析的那

样:

“三国时期史书中所说的山越，也并非一个民族的名称，而是一个地理名词，即指那些居
住在古代越人分布地区的山民，他们的成分为同化在汉人中的古代越人的后裔和因逃避赋役
与避罪而入居山区的汉民及其后裔。”③

“夫越之由来亦旧矣。乃终两汉之世，寂寂无闻，至于汉魏之间，忽为州郡所患苦、割据者
所倚恃如此，何哉? 曰:此非越之骤盛，乃皆乱世，民依阻山谷，与越相杂耳。其所居者虽越地，
其人固多华夏也。”④

但应该强调的是，史书记载的系列山越暴动中，真正意义上的山越可能只占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
他们的反抗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往往是被人利用的。如: 早在孙权全面进剿山越前，袁术就曾暗中笼络

丹阳宗帅陵阳人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⑤; 太史慈在归附孙策前，也曾“大为山越所

附”⑥，与孙策抗衡。
第三，《三国志》中所记载的“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者，更多的并非山越，而是那些被“宗帅”利用去

对抗孙氏政权的汉人或早已汉化的越人后裔，他们曾是汉朝编户，但天下大乱，已摆脱户籍约束，不愿再

去服役纳税，所以容易被煽动。如《三国志·太史慈传》称:“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

遣长吏……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正好说明了这

个问题。《三国志·诸葛恪传》所载“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也能证明这一点。
第四，江西境内历次反抗事件，几乎全由“宗帅”、“民帅”发动，其中有名有姓的就多达十余人，如洪

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吴五、邹临、尤突、彭绮、吴遽、彭虎、董嗣等。这些所谓“宗帅” ( 下转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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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详见《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诸葛恪传》。
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族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 三联书店 1955 年。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杂记》( 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第 578 页。
《三国志》卷五十一《吴书·孙辅传》注引《江表传》。
《三国志》卷五四十九《吴书·太史慈传》。



正如原始儒家思想被专制国家的需要所改造，随着纯儒消失，思想家的农业思想资源也会被采纳它

的政权所修改。汉代社会由皇帝、僚属、农民等群体组成，他们各有自己的利益。现实是思想与利益的

结合，也是思想与利益的博弈，即便是某一思想的传人，也无法逃脱利益对他的塑造。理想与现实之间

总有段距离，虽然汉代的皇帝和臣属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当时许多学者也反复申述以民为本的思想，但

是以荀、管等农业思想为蓝本的汉代农业思想的富民目标，还是要服从大一统政权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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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7 页) 用的几乎全是汉族姓名，因此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山越，而是汉人或已完全汉化了的越人

后裔。又从他们聚族而居，控制宗民成千上万，“别立宗部，阻兵守界”等行迹来看，已与东汉时代的“兵

长大姓”、“强宗豪右”十分相似。正是他们不想把依附于自己的人口拱手让给孙权，才挑动宗民、利用

山越，对抗孙权。豫章郡因开发晚，起点低，豪族势力尚未形成，所以，永和五年( 140 年) 人口统计时，少

有豪强隐户，人口数字较为真实，人口绝对数和增长率都在全国各郡中名列前茅。而汉末以后，随着豪

族势力的兴起和发展，隐匿人口日益增多，因而西晋太康初年( 218 年) 的户口统计，江西 7 郡的户口数

大大减少。这种不合情理的人口变迁状况，正反映了江西豪族势力兴起较晚的事实。
总之，汉末孙氏政权境内山越的反抗，原因是复杂的。孙氏政权的逼迫，山越、“平民”抗税抗役，

“宗帅”从中煽动、利用，都是重要因素。而宗帅的作为往往具有主导性。赣北、赣东北和赣中地区之所

以成为山越“重灾区”，是因为当地“宗帅”势力已发展起来; 赣东南和赣南地区缺乏这个因素，也就失去

了对抗政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山越事件看起来是下层民众反抗压迫、奴役的斗争，实质上反映

的是豪族势力与政府争夺民力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可视为汉末江西地区发展加速的一个表现。
通过对山越的镇抚，孙权加强了江西境内的政区建设，建安十五年( 210 年) ，在原有豫章郡、庐陵郡

( 建安四年孙策置) 基础上，再设鄱阳郡，使赣北、赣中北、赣中南都有了郡级机构，县级机构亦随之增

加，达到 36 个，三国鼎立后又增至 6 郡 58 县。从此，江西成为东吴政权颇为倚重的军事、经济重地，且

在两晋南朝时期得到更大的发展。
( 责任编辑: 吴 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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